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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孙中山一生中惟一的一部译著。对此，学界尚无系统研究。那么，孙

中山为何翻译这部书，是机缘还是巧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部书的翻译，

在孙中山的思想深处激起怎样的“心灵感应”？这部书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与影

响？如此等等，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

一、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不解之缘

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机缘巧合，既有偶然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与

孙中山的人生经历颇有关系。1887年21岁的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开始了5年的

求学之路。香港西医书院的求学生涯，是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结缘的契机。一方面，所学西医课程，不

可能不涉及红十字医疗救护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康德

黎，使他与红十字会更为“亲近”。

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1851-1926年）），英国人，阿尔伯丁大学毕业，曾为伦敦外科名医，

1887年8月到香港雅丽氏利济医院工作，并参与了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1889-1896年任西医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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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长。他对孙中山非常赏识，视为得意门生。康德黎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即“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

创始人”[1]，是伦敦红十字运动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如此，康德黎还是香港红十字会的创

始人。据孙中山所说，“吾师简大理（即康德黎）在香港亦仿行之，创有香港赤十字会（即红十字会），

集其地之英商、军士及巡捕等而督课之，艺成而领有会照者已百数十人”[2]。不难想见，与康德黎交情

深厚的孙中山，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孙中山推

崇“博爱”，矢志不渝，与他与红十字的缘分密不可分。

1892年7月，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把救死扶伤的

人道主义事业由书本付诸实践。治病救人固然重要，但“医国”更为重要。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

后，孙中山遂联络同志，决意抗清。1895年10月26日至28日，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清朝政府

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孙中山则被悬赏通缉，由此踏上流亡海外宣传革命之路。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遭到绑架，被囚禁在中国使馆。孙中山“伦敦蒙难”，轰动

一时。经康德黎夫妇多方奔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清使馆不得不于10月23日
释放了孙中山。获释后的孙中山，客居伦敦，利用英国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优越的条件，如饥似渴地

博览群书，寻求救国救民之方。期间，因为救命恩人、“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康德黎的缘

故，他与伦敦红十字会多有联系，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的柯士宾医生，与之建立了深厚交谊。这年冬

天，柯士宾与他一起游览英国王宫时告之，他用英文写有一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因此书“为用

甚宏，人多欲知其理，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3]，已翻译成法、德、意、日四国文字。他希望孙中山

能把该书翻译成中文，一方面柯士宾可以进呈英国国王作为“六十年登极庆典之献”，另一方面，在英

国以及英属殖民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译成中文出版，也便于“好善华人”阅读，“以广英君主寿世寿

民之意”[4]。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的朋友之请，自然欣然接受。

要强调的是，柯士宾之所以请孙中山翻译此书，不仅仅因为孙中山是伦敦红十字会的先驱康德

黎的得意门生，对红十字会有很深的感情，还在于孙中山有深厚的医学背景，能够对该书的内容有精

准的把握，毕竟该书有较强的专业性，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此项翻译工作。孙中山能够不负重托，也

正得益于此。而对柯士宾的良苦用心，孙中山更是深表敬意：“呜呼！西人好善之心，可谓无所不用

其极，此其一端也。”[5]接受委托之后，孙中山立即投入《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工作，1897年春

夏间，中文版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

二、《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性质与内容

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赞不绝口，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6]。那么，《红十字

会救伤第一法》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孙中山何以如此看重？

其实，孙中山在“译序”中说得明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路遇患难之人，人们会援手相救，这是

人的天性。但话说回来，“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了。所谓“济人之术”，也

就是救人的方式方法，如果对此茫无所知而急于施救，可能适得其反，贻误良机，“恻隐”变成了“残

忍”，不仅救不了人，反而“害人矣”。所以，面对生死存亡的患难之人，施救的方式方法，至关重要。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通都大邑，都设有红十字会，并且“延聘名师，专为讲授一切救伤拯危之法，

使人人通晓，遇事知所措施；救济之功，成效殊溥。近年以来，推广益盛”[7]。《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

[1]孙中山：《伦敦蒙难记》，庾燕卿、戴桢译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

[2][4][5][6][7]孙中山：《〈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页，

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

[3]〔英〕柯士宾：《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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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部“救伤拯危之法”的书，它教人了解救伤的方法，一旦遇到意外不至于惊慌失措，按照此

书的方法进行救护，可以挽救人的生命，为送医救治争取时间。它是一本救护培训教材，所述内容为

“通行之知识”，也就是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必须掌握的现场、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技能。所谓“第

一法”，也就是“初步”、基础的方法，同时“第一”之称也意味着初级救护的极端重要性，按照著者柯士

宾的话说，“意外误伤之事为日所常有，讲求如何为调治之初法，诚极要之事”[1]。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作为一部培训教材，具有实用性强，应用性广的特点，因而不胫而走，一

版再版。而且，按照伦敦红十字会章程之规定，“凡联班隶会者，当以此编为读本”，是必读之书。对

参加培训之人，于授课之后，“严为考试”，合格者“方给执照”，因为人命关天，“伤者之性命，全托于此

等略识医法者之手也”[2]，容不得一丝含糊，“一知半解”是危险之事。

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孙中山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基本要求，从结构、形式到内容，未

加改变，用那个时代的中文表达和阅读习惯，和盘托出。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近4万字。共6
章，分别为：第一章“论体格并功用”、第二章“论血脉”、第三章“论受伤”（上编）、第四章“论受伤”（下

编）、第五章“论移伤之法”、第六章“论妇人侍病法”。

第一章“论体格并功用”，是关于人体的基本知识。对人自身的结构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救护

才能有的放矢。本章涉及的内容有支撑人体的骨骼，附丽于骨骼的肌肉，以及骨肌之内生命之所系

的五脏六腑。它们都有各自的独特功能而“分工明确”，相依相附，形成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旦发生改

变，立即感到不适，甚至危及生命。如脊髓断折于第四个颈骨之下，虽然不至于立即死亡，但会引起

呼吸不通而窒息。如果脊髓断折于第四个颈骨之上，情形大不相同，会立即毙命。本章的详细介绍，

使人们对人体的基本构造有了初步的了解。应该说，这是救护员必备的基础知识。

第二章“论血脉”，专论流血及止血的方法，是“为用最大而最紧要之学也”[3]。因为伤者流血不

止，顷刻可以致命，如何止血，至关重要。在本章中，著者首先概述了血的种类、血质、血管、血液循环等

基本知识，而后“详论治各种流血之症”及其救护方法，有指压之法、用器之法等，举例说明，易于记忆。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重点显然在“救伤”，因所占篇幅大，书中分上、下两编阐述。

第三章“论受伤”（上编），介绍伤的种类及救伤方法。伤的种类，可分为割伤、刺伤、破伤、撞伤和

毒伤。伤情不同，救治之法各异，不外止血、清理伤口、伤口贴合，但需要注意的事项也有很多。本章

中还专门比较了骨折与脱节症状的异同、致伤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处治方法。如骨折的处治，“皆以安

静为第一要义”。所谓“安静”，即不能随意搬动而使之移位，“伤骨上下之节，务要使之不动，盖稍为

不静便大有阻碍矣。”使“骨安静之法，其甲板须用软物垫之；但遇意外急救之法，则可用附近之衣服

为之”[4]。急用的甲板，可以就地取材，如鞭竿、箒柄、短棒、伞柄、厚纸、竹壳、剑鞘、树枝、枪尾、枪竿等

等，都可以作为骨折固定救急之用。

第四章“论受伤”（下编），专门讲授“为所遇意外重伤，震动脑部而致”的“失元”现象。所谓“失

元”，是指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的昏迷状态。不省人事的缘故有六：一、脑受伤，头骨或折或否；二、脑

受病，积血或羊癫；三、中毒，如鸦片吗啡等；四、醉酒；五、肾病毒入血；六、心失力或流血过多。对救

护人员而言，“分别不省人事症之原由甚为紧要，因治法各有不同也”[5]。书中对患者不同的症状及救

护方法条分缕析，系统介绍。此外，如煤气中毒、烧伤、烫伤、溺水等等的救治之法，也有论析。对“助

呼吸之法”即人工呼吸（心肺复苏）的方法，著者强调，是救护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第五章“论移伤之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搬运”，即将伤者运送至医院救治。移伤之法，根据救

[1][2][3][4][5]〔英〕柯士宾：《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10页，第110页，第117页，

第136页，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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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员的多少以及伤情，各有不同，通常有一人独运，二人、三人合运，方法得当，可减轻伤者痛苦。如

路程较远，则宜用“抬床”及担架，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可以用门板或短梯铺上被褥或草作为应急之

用。毡或被子，也可作为抬床。抬伤病员行走时，要求步调一致，“须要端正缓步前进。”[1]逾越障碍如

篱笆、水沟，则须格外小心。至于借助交通工具，如火车、货车等，上车、下车，都有讲究方法。所有这

些，书中都有详细解说。

第六章“论妇人侍病法”。除了上述创伤救护四大技术——止血、包扎、骨折固定、搬运之外，本

章专门就“妇人侍病法”，也就是护理方面的技能，进行论述。护理“为最难能烦苦之事，非生而具救

人之慈心不能为也。纵有此心，亦要心力血气俱壮，方足任此重要之事”[2]。护理涉及到方方面面，这

里作者没有进行全面展开，而是对“割治之症”，也即手术患者的护理要诀宣示一二，诸如病床高低，

被褥的整理，体温计的使用，为患者更衣、洗浴，病人的服药、饮食等等，都有严格要求，其中的注意事

项，本书中都有具体的介绍。

该书附录之一为“裹扎须知”，也就是三角带的用途、用法，这是救伤必备的“工具”；附录之二是

“问题”，每章15个问题，共75个问题，其实也是各章的“知识点”，通过问答题复习，可以巩固所学内

容。书中还附图41幅，增强了直观性，有助于提高教与学的效果。

三、译著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孙中山译著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时，书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1906年冬，孙中山在日本

对该书作了文字上的修饰，改变若干名词的译法如把初版的“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1907年2月
由《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之所以把“红十字会”改为“赤十字会”，显然受到日本语言习惯的影响。对

名称变更的过程，时人有这样的追述：“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创立，是在民国前八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

日俄战役），距今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了。但是，红十字会和我们国人相接触而有关系的，却有五十

多年的悠久历史。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习医时，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

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其后国父漫游伦敦，认识了柯士宾医生。柯医

生是伦敦赤十字会的总医员，著作了《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国父在伦敦被难的第二年，即民国前

十五年（光绪廿二年丁酉），翻译了柯士宾的《赤十字社救伤第一法》，这是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

会的书籍。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因为这个名称是由日本转来，日本称‘红’

都用‘赤’字的原故。后来我们觉得不应该抄袭别人的称谓，而‘赤’字在中国并不怎样地通行，意义

也欠清晰，才把他正名为红十字会的。”[3]虽然“在民国以前，我国的红十字会，都称赤十字社”的表述

不确切，但也反证孙译文字上的用法的确受到日本赤十字社的影响。

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孙中山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

而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

第一是它的启蒙意义。众所周知，红十字运动导源于西方。1863年2月9日，“红十字运动之父”

亨利·杜南促成“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的成立，标志

着红十字的诞生。次年在日内瓦召开有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签署了《1864年8月22日改

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运动由此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当红十字运动在西方兴起之时，中国社会还处在半封闭状态，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红十字才

[1][2]〔英〕柯士宾：《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孙中山译），《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56页，第159页。

[3]陆丹林：《红十字会艺展赘言》，载《红十字月刊》总第24期（194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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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中国[1]，1898年5月9日，《申报》刊登鲰生《创兴红十字会说》，文章追忆说：“十余年前，英医梅威

令君设伤科医院于台湾，广收台闽聪慧子弟数十人，教以临阵医伤之术，学成试可，挈之至申江演习

于租界工部局广场，招余及西友往观。其人腰佩利刃，左手持红十字小旗，肩荷药笼医具，衣袖亦以

红十字为证号，出入于白草黄沙之间，施其妙技，井井有条。后航海至天津谒当道之贵人，愿赴军营

效力，当道者不用之，乃仍返台湾。”“十余年前”，也就是1888年前，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华组织红十字

医疗队，要求赴军营服务，被天津地方官拒绝。这是目前我们所见红十字活动情况的最早记载。至

于“国父的业师康德黎医生在香港已经有赤十字救伤队的组织，训练了中西青年担任服务工作”详

情，尚未发现翔实资料加以证明，孙中山有没有加入康德黎组织的红十字救伤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梅氏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骤难接纳，

昙花一现，自在情理之中。看来，没有舆论准备，没有启蒙宣传，没有国人对杜南精神的一定了解，红

十字运动不可能“夕发朝至”。补上启蒙宣传这一课，对志士仁人而言是绝对不可缺省的。在以后的

16年中，有识之士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孙中山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功不可没，这就是《红十字

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出版，第一次将伤兵救护知识系统引进中国。

如上所述，孙中山翻译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宣传、推广红十字的“济人之术”。这本译著虽在海外

发行，但也传入国内，并产生一定反响，1904年3月5日《申报》就发表评论指出，“孙文所译《红十字会

救伤第一法》亦颇有用”，虽然孙中山是清政府通缉的“罪犯”，但这本书应用价值高，“正不必以人废

言也”[2]。这说明这部译著在1904年3月以前就已传入国内，并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启蒙运动中发生作

用，毕竟了解红十字会的人不多，这本书的流传以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推介，无疑提高

了国人对“红十字”的知晓率。通过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启蒙宣传，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

上海诞生，可谓水到渠成。孙中山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第二是它的实用价值。《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一本教材，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救伤的基本要

领，才能更好的体现其应用价值。1906年孙中山对译著加以整理，1907年2月即由中国同盟会的机

关刊物《民报》社在东京再版。为什么再版？显然与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分不开的。

原来，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8月成立后，积极策动反清起义。1906年12月，在同盟会的影响下，

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的会党和煤矿工人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因1906年
是农历丙午年，又称“丙午萍浏之役”。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爆

发后，孙中山考虑到今后对清作战中救治伤员的需要，拟将他翻译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一书再

版发行，为此面晤《民报》主笔章太炎，提出这一建议。他说：“兵者所以威不若，固非得已。攘胡之

师，为民请命，庶几前歌后舞，而强寇桀逆未遽倒戈，伤痍者犹不得免。义师之中，庶事草创，固不暇

编卫生队，良医又不可得，一受创伤，则能全活者寡矣。其以简易之术，日训将士，使人人知疗治，庶

几有济。是书（即《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文略易明，以之讲解，不过数日而能通知其意，其为我宜行

之。”[3]显而易见，孙中山再版译著的目的，就是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使将士人人都能掌握这种“济人

之术”的要领。虽然我们没有找见同盟会在军中普及救护知识的详细记载，但从北伐战争中，此书一

[1]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出现关于红十字会问题的讨论，在19世纪70年代，准确地说在1874年5月，其时日本在

中国台湾寻衅滋事，中日两国发生冲突，上海的《字林西报》与《申报》等开始讨论战争救护问题，只是未点出红十字会

的名称，然其论域则为红十字会规则，这是近代中国公开讨论西方红十字会问题的最先声。此说尚待进一步证实。（周

秋光、靳环宇：《早期红十字会在中国的演变》《光明日报》2006年3月3日）

[2]《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申报》1904年3月5日。

[3]孙中山：《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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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作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加以推广的事实[1]，可以推定，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其实用价值

得到了体现。

四、译著与孙中山的“博爱”追求

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使原本与红十字会结缘甚深的孙中山对红十字会所倡导的博

爱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可以说，红十字精神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重要来源。以往的研究，强调孙

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并没有错，但

忽视了红十字所倡导的人道、博爱理念的“源头活水”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学业的成就、第二次生命的赋予直接间接得助于红十字会，也即香港、伦敦红十字会创始

人康德黎之赐，使他与红十字会血脉相连，对红十字“博爱”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话，那么翻译出版红

十字会中人所著的承载博爱精神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红十字会“博爱”的核心价值观更在孙中

山心灵深处，激起共振，引起共鸣，这对他的思想与行为都产生影响。在之后的人生旅程中，一方面

孙中山把“博爱”理念发扬光大，另一方面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鼎力支持，再者推动红十字运动的国

际交流。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

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说：“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

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

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2]在这里，孙中山首

次提出“博爱”口号，并视之为国民革命“一贯之精神”。1912年10月孙中山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

演说》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

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

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

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

神也。”[3]赋予了“博爱”新的思想内涵。由最初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博爱、平等、自由”，这种“位

序”的变化，表明“博爱”在孙中山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地尽五洲”的表达，说明孙中

山的“博爱”思想超越了国界，这与红十字运动的世界性（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普遍”性原则）

是相通的。

事实上，孙中山把“博爱”视为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以

外，他还通过题词作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博爱思想得以广泛传扬[4]。据《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一书

的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多达64件[5]，在孙中山所有题词中数量最多，足见博爱思想在孙中

山思想体系中的分量。

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同样得到孙中山的呵护，特别在中华民国诞生后，红十字会能否取得合

法地位，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孙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在中国红十字运动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孙中山功不可没。而中国红十字会自诞生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

到社会各界的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因救伤瘗亡功勋卓著而声震遐迩，令举世瞩目。

1912年 1月 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当局“立案”，维持

[1]参见邹振环：《译林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2]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3]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4]林家友：《孙中山的博爱观》，《北京日报》2007年4月30日。

[5]刘望龄：《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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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的合法存在，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提出“立案”请求，并于2月17日致电

袁世凯，吁请“维持保护”：“本会军兴以来，联合教会中西医士，设立分会医院六十五处，治愈伤兵万

余，收葬鄂、宁遗骸各数千。中外会员三千余人，战地奔驰，业逾百日，险阻备尝，事迹已蒙万国红十

字联合会采取宣布，公允联盟。先是甲辰冬业与瑞士日来弗缔约，基础已定。民国成立伊始，红会

进行未敢稍懈，自应力任其艰，以期永久，庶侪于万国红会之林。敬乞垂念缔造艰难，加以维持保

护，无任叩祷。”[1]沈敦和“立案”之请，得到重视。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立案”请

求[2]。孙中山立即表示支持，23日，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救伤葬亡功德，高度赞

扬，电文说：“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

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

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

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3]这里特别注意的是“文实德之”的表示，文，是孙

文的自称，“德”是动词，有感恩戴德之意。红十字会的恩德，孙中山念念不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孙中山对中国红十字会在辛亥战时救护“厥功尤伟”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如在辛亥首义之地武

汉，红十字会派出多支医疗队进行战地救护，持续月余，综计汉口医愈病兵576名，伤兵415名，病民

31名，伤民106名；武昌治愈病兵860名，伤兵562名，病民18名，伤民116名；汉阳治愈病兵571名，伤

兵120名；掩埋之尸，共计2200余具[4]。南京开战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江安分会、旱西门

金陵医院、螺丝湾贵格医院、鼓楼基督医院联手，救治伤兵病民；商请沪宁铁路医长齐福果医士、总办

朴爱德，“特备红十字医车数辆，由宁镇一带往来驶救，一遇伤兵，即行抢救至伤车内，随到随医”[5]；以

南京尧化门车站为战地医院，该战地医院可容纳伤兵50人；请齐福果医士会商白廉医生，“借镇江金

鸡岭医院为本会临时机关，以便救护医车运送伤兵留养”[6]；雇工百人编为担架队，“倩西友十余人督

队，专供抬送伤兵之用”[7]。南京大搏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首次使用的救护医车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据《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的记载：“大战之时，每日医车约收容伤兵百余，镇

江医院尚不敷住，则运至上海，分送沪宁铁路医院及本会总、分医院。由医车救治之伤兵共约五百余

人。”[8]掩埋尸体约700具，“均立本会石碑，永留纪念”[9]。在其他战场，红十字人同样是出生入死，不遗

余力救死扶伤[10]。中国红十字会有如此“善功”，自然得到孙中山赞赏，“立案”不在话下。

2月29日，《临时政府公报》第25号发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准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立案文》，称：

兹准黎副总统电开：“鄂省自起义以来，血战数十日，尸骸枕藉无算。幸赖中国红十字

会在武汉设立临时医院，救治被伤兵士，并施掩埋。兹查该会已由日本赤十字社长松方侯

爵特派法学博士有贺长雄来沪，商榷修改会章。复承介绍，得邀万国红十字联合会公认该

会为中华民国正式红十字会。此次民军起义，东西南北各省均设立分会，共五十余处，所费

不赀，其功甚巨。如此热心慈善事业，似不可不特别表彰。伏恳准予立案，揭诸报章，以资

[1]《申报》1912年2月21日。

[2]转引自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3]孙中山：《复黎元洪电》，《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5页。

[4][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291
页，第290页。

[5]《急募红十字会捐款启》，《申报》1911年11月25日。

[6][7][9]《辛亥革命时中国红十字会暨各分会活动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04-1949）》，第290页，第290页，第291页。

[10]参见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行动》，〔南京〕《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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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而重诚感”等因前来。查该会热诚毅力，殊堪嘉尚，应予立案，以昭奖劝。合就令行该

部，仰即查照可也。此令。[1]

孙中山“准予立案”的电文揭诸《临时政府公报》和《申报》等权威性报章，这对红会会员也是一个

巨大的鼓舞。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之下，平稳过渡，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红十字运动具有国际性。孙中山伦敦蒙难作为红十字会人的康德黎施以援手以及翻译《红十字

会救伤第一法》，都是对“国际性”的诠释。因此，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孙中山也

积极推动。1918年5月2日，孙中山在《兴华》杂志公开发表《孙中山赞成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致美

总领事函》，函称：

迳启者：溯自战事发生以来，各地受灾者亟待拯救。乃贵国红十字会实行其消弭痛苦

之设施，热心宏愿，实获我心。拟创设美国红十字会华人协会之举，鄙人尤极端赞成。似此

共策进行，深信中美两国固有之睦谊，从兹日益增进也。[2]

孙中山此函的背景是 1918年初美国红十字会为救护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华发起赞助员征求活

动，募集款项，制作绷带，救护欧战伤兵。此举因误解而屡受阻碍[3]。孙中山表示支持，对消除误解，

开展此项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自5月中旬开始，征求赞助员的活动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

等各大中城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规模浩大。如孙中山所在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广州，5月25
日，美国红十字会两广协会召开征求赞成员大会，社会各界热烈响应，出队巡游。“巡游队伍男女合计

共七千余人，团体多至七八十处。官立学堂自法政高师以下、私立学堂自南武时敏以下、外国人所办

之学堂及女子学堂、各医院、各大公司等或派队伍，或扮演景色狮子等物随同赴会。”[4]所过之处，万人

空巷，“各人手中大多持有国民外交救灾恤邻爱人如己中美联欢等旗帜并有各种扎作表示两国亲善

之意义”[5]。表现出中国人好善乐施的博爱情怀。美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征求赞助员多达26577[6]，其中

仅上海就有23201人，募款银89137元[7]，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显然与孙中山等政界、工商界要人的推

动和民众的热心参与是分不开的。此举对增进中美之间的友谊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流都具

有重要意义。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运动一贯的宗旨。受此熏陶的孙中山，身体力行，倡导与践行博爱精

神，是对《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所承载的红十字运动宗旨的宣扬与履行，同时对中国红十字运动的

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与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孙中山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机缘，也是巧合，偶然之中又有一定的必然

性。翻译《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红十字博爱文化认知、认同不断深化的过程，同

时也是孙中山博爱思想不断丰富的过程。孙中山博爱思想的发扬光大以及他对中国红十字事业的

推动，都体现了孙中山对博爱的不懈追求。孙中山无愧于红十字文化中国化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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